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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魏晋文学中的人格美
自汉末开始的人性解放的潮流，是促使魏晋时期文学艺术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动力。汉末，儒学衰微，形名之学兴起，清议渐变为清淡，品题人物也转为注重人的内在气质和神韵。汤用彤在其《读人物志》中指出：“汉魏论人，最重神味。”“神味”一词就是汉末以后人格之美的主要标准。
汉魏之际人格美观念的变化，逐渐使文学作品出现某些新特点。如孔融《周成王汉高祖论》，诸葛亮《论诸子》、王粲《汉末英雄传》等，这些作品不仅评说当代人物，而且还讨论古代帝王圣贤的优劣和成败得失，从中吸取治国的经验教训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，也反映出建安时期重才尚能的人格美观念。而孔融的《举祢衡表》中的祢被誉为“淑质贞亮，英才卓跞”，成为汉魏之际以才能绝异为主要特征的人格美的典型。与此同时，不拘礼节，通达放荡，超然物外人格之美也开始被赞美着。例如曹植赞禹、商汤、周武、成王等“拯世济民”的先王圣祖，也赞赏许由、巢父、池主、商山四皓等“养士弗营”的岩穴之士。
魏晋以后的各类散文作品，则大多数赞美超世绝俗的品格，任情自得的风神，于是漂亮的容貌，潇洒的风神，任诞和隐逸，便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所谓“魏晋风度”的主要标志。
  竹林七贤是魏晋人格之美的典型，其中阮籍更是秀出林外堪称魏晋风度的突出代表。他的《大人先生传》反映出魏末名士对理想人格之美的理解和追求。文章借苏门先生之论，寄托了作者的意趣情怀。虚构的大人先生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。他“养性延寿，与自然齐光”，远离俗世而块然独存，而文末的“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”更可以看作阮籍的理想人格之美的基本特征。
与此相类的便是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这是他本人人格之美 的真实写照。他把自己喻作“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”的禽鹿，又自述自己个性的“七不堪”“二不可”。何谓“绝俗”？这篇奇文便是最好的诠释。
西晋文人多对王室采取美化、润色态度，于是颂扬，应酬之风又起。晋初，傅玄、张华刻意求工，太康年间，潘岳、陆机又以拟古诗表现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，虽有“左思风力”，但无以改变文坛主流。西晋末，玄风盛行，“流成文体，淡乎寡味”的玄言诗步入诗坛。
至东晋，玄学与佛学交相融汇，士大夫一般都儒玄双修，且常与名僧切磋佛理与玄学。其时，阮籍、嵇康那种傲视俗世，耿介狷洁的人性光辉已渐消褪，代之而起的是那种“不以物务婴心”的名士准则。庾亮是东晋明帝穆皇后之兄，在为巩固皇权的斗争中颇有建树。可孙绰《太尉庾亮碑》却浓墨泼写“公雅好所记，常在尘垢之外，虽柔心应世、蠖屈其迹，而方寸湛然，固以玄对山水。”着意刻划他超然无累的神情风度。身虽在庙堂之上，心神却超脱于世俗之外，这一人格美的观念正是名教与自然调和的产物，也是魏晋玄学“得意忘言”说影响人们立身行事的结果。
陶渊明更是魏晋风度的最杰出的人表。陶渊明深受玄风影响，又有儒家“君子固穷”的观念，兼以长期躬耕田亩，这种独特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人生体验，形成其独特的人格。任真自得，耿介狷洁，平和实际这三个方面融合为陶渊明独具魅力的人格之美。他的《五柳先生传》，以精粹的语言，为自己的任真自得的个性作了恰切的表述。“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”写五柳先生超出俗世的高洁志趣。“好读书、不求甚解；每有意会，便欣然忘食”，写五柳先生读书重意会，这也正是魏晋玄学“得意忘言”说影响学风的反映。五柳先生也喜酒，这也是魏晋名士的典型风度“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，短褐穿结，箪瓢屡空，晏如也。”写五柳先生的忘怀得失。文章形象地展示了陶渊明的人格之美——安贫尔道，任真自得，超世绝俗，不经意间体现了魏晋玄学的要旨，一个平和冲淡的人生意趣士林百代之后，犹让人低徊不已。
魏晋人格美之集成者，可说日成于刘宋时代的《世说新语》，其资料不少于采自魏晋人手笔，它更多地记载了东汉魏晋时代士人的处世态度、生活习俗和文化趣味，笔墨谙练隽永，生动传神。它从多个侧面折射了魏晋士人的人格美，比如形上思辩，一往情深，任情率真，唯美人生，散怀山水，托意艺林，这种折射都源于一个共同的中心，这就是人的觉醒，他们以个体的眼光去观察社会，观察世界，审视自我，将视线从处部世界移至人和主观世界，掀起了一个自“百家争鸣”“党锢之祸”后的第三次人性解放的潮流。
汉末讲“神味”，建安时期“重长尚能”，魏晋际竹名士企盼“超世俗”嵇、阮堪为代表，嵇、阮的本真状态既不在其痛斥礼法，佯狂避世，也不在其谨小慎微，内心真正尊崇礼教，而在于这种既追求人性自然，又不能完全割舍名教的彷徨之中。矛盾，冲突是其真实状态，所以能为青白眼的阮籍，不允许其子效法自己，更采取口不藏否人物的处世方式，甚至于子酒而甘当步兵校尉，以隐于朝的处在表现使其肉身；而向往泽雉灵龟之尔，希望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嵇康，最终仍不免因那篇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的政治宣言书而身首异处，隐于市的愿望终归破灭。嵇、阮的悲剧反映了士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，一方面导致了个体与社会的对立。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士人人格的分裂。在士人身上似乎同时并存着两个自我：一个日具有个体意识的，反叛的自我，一个是经由传统熏陶的因袭的自我。前者追求人性自然，真正以个体为主体；后者屈下社会规范，以传统价值观来决定取舍。前者近于庄，趋于避世；后者近于儒，趋于入世。正是这种人格和二重性决定了正始士的矛盾心态，而这种矛盾心态又使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处于一种两难境地，正所谓“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问题。”

他们的自我意识愈是强烈，他们自身的困惑与痛苦就愈明显，愈是难以排解，无奈之中，他们或服药饮酒，或浸淫声，或托意艺术，或散怀山水，在此间使自已时不时地超于世俗这外。可见，所谓潇洒风流，飘逸 超脱不过是魏晋风度的外在形式，士人人格分裂所造成的困惑与痛苦才是其真正底蕴。
陶渊明则不同于嵇、阮，他是魏晋风度的另一种类型，和平宁静是亿诗文的风格，也是他人格美的具显现。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仍有着一种难言的惘、悲哀。一方面他视功名如浮云；另一方面也不甘于虚掷一生。田园艰辛 ，他可以守固穷之节，事业无成却始终是他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和阴影。他不为五斗米 折腰，同时又苦恼于“有志聘”的现实人生。这种矛盾其实始终无法化解，他只是将其淡化，确切地说，他只是看开了，看淡了。他认为人生如梦如幻，并以此作为摆脱嵇、阮————士人两难困境的手足段。他在诗中说：“人生似虚幻，终当归空无”。（《归园田居》）“吾生梦幻间，何事绝尘羁”（《饮酒》）“聊且凭化迁，终返班生 庐”（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啊作》）陶渊明正是循此和平宁静。
陶渊明是真正将玄学人生落实为现实人生的第一人，处 末世而独存，将耕 织生活视为最高生活目标和最佳生活方式，作为士人，不仅真正超越了尘世，而且真正超越了自身。即使是不久于人世，他好有着生命意识的清醒和面对死亡的达观，台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啊。”（《挽歌诗》）
文言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，魏晋文学所体现出来的人格美当然也是魏晋士人生活层面的折射。他们有满腹的才学，有很高的俸禄和田庄，有名门望族，世家子北的荣耀名士的头衔，但政治上却因厌倦了刀光剑影而逐渐离开了权力的核心，这个篡夺不已的时代对他们而言只是换了个核心统治者而已。他们用清高风 来寻求安慰。这正如宗白华所言“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。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，……社会秩序的大解体，旧礼教的总崩溃，思想和信仰的自由，艺术精神的勃发，使我们联想到西欧16世纪的‘文艺复兴’。这是强烈、矛盾、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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